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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因素-行为-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
王广斌1，崔庆宏1
（1. 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092）
摘要：以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的研究文献为数据来源，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检验的研究方法对智慧城市建设影响因素、建设行为与建设目标绩效进行探索性研究，构建了三者间的理论模型并且提出了对应的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开发了智慧城市建设影响因素与建设目标绩效量表，通过小样本预测试对测量题项进行净化与信度检验，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其进行修改和完善.通过问卷设计与调查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并且对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对主要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且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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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Mechanism of “Factors-Behaviors-Performances” in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WANG Guangbin 1, CUI Qinghong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Influential factors, behaviors and objective performances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re exploratively studied by grounded theory method based on text sources from research literatures at home and abroad. A theoretical model, which is about action mechanism among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influential factors, behaviors and objective performances, is obtained on the basis of above analyse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builds initial scales of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objective performances about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Besides, this paper modifies initial items of questionnaires with a small sample of pretest and reliability tests, and then forms the final items by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se scales, tests of theoretical model and research assumptions are empirically carried out by questionnaire design and investig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main research conclusions and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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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2012年起先后对外公布了三批智慧城市试点名单，截止2015年5月共有277个城市已经或者即将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然而，在其建设实践中仍然面临诸多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与亟需破解的复杂问题，比如：智慧城市“重建设、轻应用”，缺乏市场导向[1]，人才匮乏以及核心技术标准缺失[2]，还存在受制于技术解决方案的风险[3]。此外，智慧城市建设会因资金短缺与融资的压力而缺乏可持续性，亦受到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建设的整体效果仍未达到预期。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学术界日益关注和重视的重要问题。然而，现有研究成果尽管对智慧城市建设影响因素、建设行为以及建设目标绩效的研究内容较为丰富，但仍然表现为片段化与零碎化，少有文献对上述三者及其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研究。

1文献综述

1.1智慧城市建设主体
智慧巴塞罗那三维螺旋模型强调公共部门、大学与企业的主体地位[4]，而改进的三维螺旋模型更加突出了民间团体的重要性，并指出智慧城市建设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不同参与方间的相互作用。此外，Mosannenzadeh[5]对既有文献中涉及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并列举了有代表性的利益相关者。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政府部门（战略规划、政策支持以及规则设定）、企业单位（财富创造、资金投入与商业模式）、研究咨询机构（产生创意、知识与研发试验）以及城市居民（参与式设计与体验、服务使用与数据提供）视为智慧城市的建设主体。
1.2智慧城市建设过程

正如尚未有对智慧城市普遍认可的统一定义一样，对智慧城市建设过程的划分亦未达成统一共识与严格意义上的界定。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计划的实施分为规划、实施路线、项目试点以及评估试点项目效果4个阶段；又或将其分为前智慧城市建设阶段、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亦或划分为起步、展开、深化与成熟4个阶段。本文借鉴胡丽与陈友福[3]从生命周期的角度进行划分的做法，将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划分为规划设计、开发实施与运营维护3个阶段。

1.3智慧城市建设影响因素

结合上述对智慧城市建设过程的分析，本文将影响智慧城市建设的因素分析聚焦在规划设计与开发实施2个阶段。

（1）规划设计阶段的影响因素分析

Naphade等[6]从城市化、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以及环境可持续性4个方面总结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动因，Washburn等[7]则认为除了将城市化、资源稀缺与能源短缺、全球环境“衰退”、更好经济机会视作动力因素外，还认为智慧城市的驱动力有不恰当与老化的基础设施、人类健康问题和社会福利的需求。此外，亦有学者着重从城市自身的内生因素（比如：创新能力[8]）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动因进行了分析。

（2）开发实施阶段的影响因素分析

RONG等[9]认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成功不单单依靠先进技术的应用，而是将关键成功要素总结为有效的管理、安全以及标准的构建；除上述三个核心要素之外，用于管理智慧城市建设项目所必需的城市治理能力亦是成功的要素之一。智慧城市建设遇到的阻碍因素不仅有公共-私人预算不足、公共部门的过度惰性还有可能受社会动荡的威胁[10]。Balakrishna[11]将软硬件的可扩展性、隐私与安全、泛在的访问以及缺少实验平台视作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技术障碍。Heo等[12]则进一步指出系统互通性、持续增多的感知形态以及由此带来的安全和隐私问题是制约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障碍。
1.4智慧城市建设行为

智慧城市建设行为是在智慧城市开发实施阶段不同参与主体为达成智慧城市建设目标绩效所进行的一系列建设活动的总称，对其分析主要聚焦在逻辑层次与过程维度2个方面。
智慧城市建设一般可以分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市公共平台建设以及应用系统建设3个层次[13]，Vilajosana等[14]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指出智慧城市开发主要涉及技术和服务的直接投入、技术和服务的预投资开发与数据可用性依赖3个阶段。此外，桑德兰智慧城市建设与斯德哥尔摩智慧城市的发展结构中的建设行为与上述观点趋同。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智慧城市建设行为的层次维度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平台构建与应用程序开发3个方面。
在智慧城市开发实施阶段，韩国智慧城市建设将其细化为发展期与成熟期2个执行阶段，亦或将其总结为互联、丰富与智能3个过程；又或把它分为启动、深化与完善3个阶段。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智慧城市开发实施阶段的建设行为划分为初始、发展以及成熟3个过程维度，并将其与层次维度的内容相结合：将初始阶段的建设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发展阶段侧重于“系统之系统”集成与融合——从技术集成管理到功能有机融合，突出地表现在信息平台的构建上；成熟阶段则重点面向智能服务的应用与推广——侧重于对应用程序开发的分析上。

1.5智慧城市建设目标绩效

现有文献对智慧城市建设目标绩效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3个方面的观点：（1）可持续发展观。它是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城市问题相结合的产物，随着信息与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对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智慧城市被视作是解决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新视角。（2）城市运营效率观。它通过技术改造与优化使城市各子系统间的物质、信息以及能量流动与交互更为高效，各种资源能够更有效地被整合、使用和创新[15]。（3）城市竞争能力的提升。Caragliu等[16] 认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是通过信息与通讯技术潜力的开发帮助城市获得竞争优势，并强调技术的重要性与潜力以获得竞争能力；Neirotti等[17]则从增强城市吸引能力的方面间接强调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竞争能力提升的重要贡献。
现有研究成果尽管从不同的学科和视角对智慧城市建设影响因素、建设行为与建设目标绩效进行了分析，极大地丰富了相关研究内容并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原始数据资料，但尚未能对其进行较为系统的定量研究，并且缺少用于进一步揭示智慧城市建设影响因素、建设行为与建设目标绩效三者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
2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本文借鉴扎根理论的研究过程，以SCI核心合集与CSSCI刊源中关于智慧城市的研究文献为数据来源进行三级编码，对智慧城市建设影响因素、建设行为与建设目标绩效及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探索性研究，并得出如下的理论模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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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智慧城市建设：“因素-行为-绩效”的作用机理模型
Fig.1 “Factors-behaviors-performances” action mechanism model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初始动力因素（Initial Driving Factors，以下简称IDF）是在规划设计阶段影响智慧城市建设的动因。其中，城市发展面临的困境突出的表现在城市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导致对城市基础设施服务的挑战[18]、有限的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的需要与气候变化的压力，它们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问题导向因素。技术进步被视作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19]，并与技术扩散[20]构成技术驱动因素。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智慧城市被视作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的重要领域，全球主要ICT企业实施智慧城市计划的原因在于其所带来的市场价值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数千亿美元，每年的花费接近160亿美元[21]，它们是价值驱动因素。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竞争能力与吸引能力的提升是进行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在需求。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初始动力因素对建设行为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作用（H1）。

关键影响因素（Key Influential Factors，以下简称KIF）是在开发实施阶段影响智慧城市建设的因素。参与式治理与政策法规的健全不仅为智慧城市建设达成广泛共识，更有助于构建新型组织架构、治理模式与管理流程。多方合作[22]使得不同建设主体进行充分交互与协作能够更好地减少建设阻力。市民参与能够充分发挥市民在参与式决策、规划设计、数据支持与体验式应用程序开发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公共预算有限的条件下，如何拓宽融资方式与渠道、创新商业模式[23]来获取充足的资金支持是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可持续性的关键问题。技术标准缺失、平台异构与解决方案复制蕴含的风险[23]是影响建设行为的重要因素。国际电信联盟（ITU）指出，在智慧城市中采用这些新兴技术的最重要挑战之一是数据保护和隐私[24]，数据保护风险在于通过数据使用可以潜在识别出用户隐私和安全隐患；隐私问题包括面向数据、内容以及行为的隐私保护。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关键影响因素对建设行为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作用（H2）。

建设目标绩效（Construction Objective Performances，以下简称COP）是智慧城市建设目标与建设效果的综合，包括城市生活质量的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对运行效果的优化。以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平台构建与应用程序开发为核心的建设行为有助于提升城市生活质量，表现在增进市民福利[23]与环境宜居安全[24]，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增加生活便利、舒适度、满意度与良好体验。建设行为还有助于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25]，表现在更加注重环境保护与降低发展对环境的负面荷载，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升级，提高资源与能源的使用效率。智慧城市建设还有助于优化城市系统运行效果[26]，突出地表现在城市服务能力、管理效率与运营水平3个方面。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建设行为对建设目标绩效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作用（H3）。

3实证研究

3.1 小样本预测试

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作为测量工具，并且分别编制了智慧城市建设初始动力因素、关键影响因素以及建设目标绩效量表，并在多轮专家研讨的基础上，对量表做了如下修改：在IDF量表中将“竞争能力提升”中的“外部竞争能力”与“提升竞争力”相结合，原因在于外部竞争能力属于城市竞争力的一部分，存在从属关系。小样本预测试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上海、济南与青岛3地，调研人群主要来自高校、政府部门与企业，通过“滚雪球式”的填写方式最终填写问卷140份，回收138份。在回收的问卷中去除所有条款选同一项、问卷填写具有明显规律性、问卷中选择“中立”选项过多等问卷18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20份，占发放问卷总数的85.7%。

3.1.1题项净化与信度检验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要净化和消除垃圾测量题项，如果在没有净化测量项目之前就对测量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就有可能导致多维度的现象，从而更加难以解释每个因子的含义[27]。CITC检验与Cronbach’s α系数用于初步净化题项，本文将两者建议阀值分别设定为0.35与0.70[27]。
使用SPSS软件得出的数据结果为：IDF与KIF初始量表中各项条款的CITC值均＞0.35，而且删除任何一项条款都不会显著增加α值，故保留该量表内所有条款，并且它们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2和0.85均＞0.70。在COP初始量表CITC检验的分析结果中，“人性化服务”的CITC值为0.156＜0.35，而且删除该题项后有助于α值的提升；将上述题项删除后发现“资源角度”的CITC检验结果虽然为0.394＞0.35的建议阀值，但“资源角度”与“环境角度”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结合专家意见亦将其删除，删除后量表内所有题项的CITC值均＞0.35，并且量表的整体α系数值从0.851提高到0.875＞0.70的建议阀值，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3.1.2探索性因子分析

由于IDF、KIF与COP量表为新开发的，所以有必要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进一步检验其有效性与可靠性。若没有理论或实证研究可以支持因子间是彼此相关的，则采用正交旋转优于斜交旋转，因为根据正交旋转所得到的结果通常较容易了解与解释[28]。本文对小样本预测试所收集的有效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选用正交旋转方法中的均等变异法。

使用SPSS软件得出的数据结果为：量表IDF、KIF与COP的KMO检验值分别为0.84、0.78与0.83均＞0.70，Bartlett球体检验值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使用SPSS中的主成分分析法（最大平衡值法，特征值＞1）结合陡坡检验的处理结果，分别设定抽取3个公共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79.13%、65.80%与73.21%。将因子负荷量建议值设定为0.40，当某一题项在两个因子上的负荷量都＞0.40时，研究者根据当时编制测验时，该一题目应该归属哪一个因子，就将它归于那一个因子[28]。基于上述分析，在量表IDF中将城市人口、资源消耗、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归于主成分1，命名为“限制因素”；将商业价值、经济增长、技术扩散与技术进步归于主成分2，命名为“驱动因素”；将竞争能力、吸引能力与创新能力归于主成分3，命名为“竞争能力”。在量表KIF中，将市民参与、多方合作、政策法规、参与式治理归于主成分1，命名为“城市治理”；将技术风险、信息共享、安全风险与隐私保护归于主成分2，命名为“技术要素”；将融资方式、资金支持与商业模式归于主成分3，命名为“商业模式”。在量表COP中，将城市生活、便利舒适与宜居安全归于主成分1，命名为“生活质量”；将环境角度、经济角度与社会角度归于主成分2，命名为“可持续性”；将服务能力、管理效率与运营水平归于主成分3，命名为“运行效果”。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与问卷填写人的反馈意见形成最终量表，进而对测试版问卷进行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调查问卷正式版”，据此进行问卷发放，所收集的数据用于后续研究。
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正式调查问卷于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通过传统与网络相结合的调查形式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72份，有效问卷213份，占发放问卷总量的71%。①进行调查的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以及县级市共计43个城市。其中，第一批试点城市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成都、杭州、福州、济南、南昌、南京、沈阳、石家庄、武汉、长沙、郑州、大连、深圳、苏州、芜湖、廊坊、雅安、盐城、镇江与株洲；第二批试点城市包括乌鲁木齐、长春、青岛、桂林、柳州、潍坊与烟台；第三批试点城市有呼和浩特、临沂、枣庄、张掖、章丘与诸城。此外，还包括香港、海口、滨州、菏泽、张家口与荣成。②调查人群中来自政府机构为31人，企事业单位有82人，参与调查的市民人数共有53人以及科研院所51人。③受访人群进行智慧城市建设工作/研究时间较多地集中在“0-1年”（共有112人）、“1-2年”的人数为23人、“2-3年”与“3-4年”的人数均为18人以及“4年以上”的人数为45人。

使用SPSS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为各题项的偏斜度绝对值均＜2，峰度绝对值均＜2，表明它总体上符合正态分布。使用SPSS软件对量表进行Cronbach’s ɑ值检验，计算结果为：量表IDF、KIF与COP的Cronbach’s ɑ值分别为0.88、0.88与0.92，其对应的各子量表的Cronbach’s ɑ亦具有中、高级别的信度等级。IDF、KIF与COP量表的KMO与Bartlett检验结果为：KMO检验值分别为0.86、0.81与0.90，Bartlett球体检验值均达到显著性水平，支持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3.2.1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

借鉴方健[29]对拟合度指标建议值的设置，本文将χ2/df建议值设为＜5，GFI、AGFI、NFI、IFI与CFI建议值均设为＞0.85，RMSEA建议值设置为＜0.10。使用AMOS软件对IDF、KIF与COP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并根据修正系数值进行模型修正，得到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IDF、KIF与COP量表的验证性因子拟合系数值

Tab.1 CFA model-fit indexes of IDF, KIF and COP scale
	拟合优度
	X2/df
	GFI/AGFI
	NFI/IFI
	CFI
	RMSEA

	量表IDF
	修正（1）
	3.527
	0.882/0.810
	0.875/0.907
	0.906
	0.109

	
	修正（2）
	2.739
	0.916/0.861
	0.905/0.938
	0.937
	0.091

	量表KIF
	修正（1）
	2.684
	0.897/0.846
	0.870/0.915
	0.925
	0.089

	
	修正（2）
	2.427
	0.903/0.852
	0.882/0.926
	0.925
	0.083

	量表COP
	1.573
	0. 966/0.936
	0.970/0.989
	0.989
	0.052


量表IDF、KIF与COP的AVE均＞0.50，组合信度系数亦都＞0.60，表明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上述量表中不同维度因子间的AVE平方根均＞其所在行与列的因子间相关系数，表明不同因子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3.2.2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

IDF量表中3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0、0.62与0.69，量表KIF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5、0.60、与0.72，COP量表中3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8、0.73与0.76，并且一阶验证性因子测量模型与样本间的适配效果良好，表明一阶因子受较高潜在变量的影响，进一步假设量表具有二阶因子测量结构。通过AMOS软件读取样本数据进行拟合，结果为：模型可以辨识收敛，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满足理论上的建议值。进一步计算量表IDF、KIF与COP的建构信度系数分别为0.84、0.85与0.90；其AVE分别为0.63、0.66与0.76，上述指标均满足理论建议值。综合上述检验与分析结果，接受上述二阶验证性因子模型。
3.3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的检验

3.3.1模型检验

（1）规划设计阶段的“因素-行为-绩效”模型拟合

使用AMOS软件对规划设计阶段的“因素-行为-绩效”机理理论模型进行拟合，结合修正系数值对模型进行多轮修正，得到的拟合统计指标如表2所示。

表2 规划设计阶段的模型拟合结果统计指标
Tab.2 Results of model-fit indexes in planning and designing phase
	变量关系
	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差S.E.
	临界比C.R.
	标准化路径系数
	P值

	IDF→CBS
	0.335
	0.131
	2.561
	0.241
	0.010

	CBS→COP
	0.505
	0.122
	5.871
	0.502
	***

	拟合优度
	X2/df
	GFI/AGFI
	NFI/IFI
	CFI
	RMSEA

	结构模型
	384.211/221=1.576
	0.880/0.851
	0.876/0.951
	0.950
	0.052


从表2中的数据可以得出，CMIN/DF=1.576（＜5），GFI、AGFI、NFI、IFI与CFI均＞0.85，RMSEA=0.021＜0.10，修正后的结构模型拟合指标值均满足拟合指数的取值范围。

（2）开发实施阶段的“因素-行为-绩效”模型拟合

使用AMOS软件对开发实施阶段的“因素-行为-绩效”模型进行拟合，得到的模型拟合统计指标如表3所示。

表3 开发实施阶段的模型拟合结果统计指标
Tab.3 Results of model-fit indexes in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phase
	变量关系
	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差S.E.
	临界比C.R.
	标准化路径系数
	P值

	KIF→CBS
	1.208
	0.185
	6.536
	0.818
	***

	CBS→COP
	0.636
	0.109
	5.828
	0.583
	***

	拟合优度
	X2/df
	GFI/AGFI
	NFI/IFI
	CFI
	RMSEA

	结构模型
	324.106/216=1.500
	0.884/0.852
	0.889/0.960
	0.959
	0.049


从表3中的数据可以得出，CMIN/DF＜5，GFI、AGFI、NFI、IFI与CFI均＞0.85，RMSEA=0.049＜0.10，修正后的结构模型拟合指标值均满足理论建议值。

3.3.2 假设检验

根据表2与表3中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及其显著水平，对本文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如下：
（1）H1：IDF→CBS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41，相应临界比值为2.561＞1.960，表明该路径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假设H1得到样本数据的支持。

（2）H2：KIF→CBS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818，相应临界比值为6.536＞1.960，表明该路径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假设H2得到样本数据的支持。

（3）H3：CBS→COP的研究假设包含了2条不同的作用路径，其中：H3(a)：（IDF→）CBS→COP，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02，相应的临界比值为5.871＞1.960；H3(b)：（KIF→）CBS→COP，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83，相应的临界比值为5.828＞1.960，表明上述2条路径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假设H3得到样本数据的支持。
3.3.3 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智慧城市建设的“因素-行为-绩效”作用效果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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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智慧城市建设：“因素-行为-绩效”的作用效果

Fig2. Action Effects of “Factors-Behaviors-Performances” in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智慧城市建设的“因素-行为-绩效”作用路径有2条：（1）初始动力因素→建设行为→建设目标绩效，其中初始动力因素对建设行为具有正向作用关系，作用效果为0.24；建设行为对建设目标绩效亦具有正向作用关系，作用效果为0.58。（2）关键影响因素→建设行为→建设目标绩效，其中关键影响因素对建设行为具有正向作用关系，作用效果为0.82；建设行为对建设目标绩效亦具有正向作用关系，作用效果为0.50。

4研究局限与展望
智慧城市建设是由诸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复杂系统工程，在其建设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数量多、具有动态性、难于控制等特征，使得智慧城市建设活动面临更加复杂、多变、难控与动态的内外部情景。本文在对智慧城市的规划设计与开发实施阶段的影响因素、开发实施阶段的建设行为以及建设目标绩效进行探索性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三者间的作用机理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通过量表开发、问卷设计与调查对其进行实证分析，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智慧城市规划设计与开发实施阶段的如下主要建议。

智慧城市规划设计阶段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应注重政府主导下的多方协同，侧重于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方向引导和环境培育、自身能力建设以及参与式规划设计。（2）强调与城市未来发展愿景相结合，表现出差异性与突出城市特色——与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区域位置与战略定位等实际相结合。（3）充分关注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主要侧重于硬件设备、技术水平以及解决方案对于城市选择与匹配的适用性评价，经济增长突出未来智慧城市信息市场的全价值链所产生的经济价值。（4）凸显城市竞争能力的提升，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竞争程度的日益激烈，如何提升城市的竞争能力、吸引能力与创新能力是该阶段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亦是对城市在未来某一时间智慧城市建设效果的预估和预判。

智慧城市开发实施阶段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在建设行为方面，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城市经济的活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与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硬件水平，优化城市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构建信息服务平台以进一步提高不同城市部门间的数据与信息共享的共享能力，增强城市系统运行的推演能力、跨部门间的协同能力以及突发事件预警与反应能力。创新应用程序开发有助于为不同人群提供智能服务以满足其需求，亦有助于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2）在城市治理方面，主要表现在政策法规的制定应具有前瞻性与科学性，并应保持一致性与连续性；政府主导的参与式治理应充分考虑各参与主体的各自利益以获得各方支持；市民参与有助于更好地进行产品与服务的参与式设计与体验；多方合作凸显参与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与互动。（3）在规避技术风险方面，特别需要关注不同技术解决方案的“排他性”与“技术垄断”、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更好地实现不同的城市部门和系统之间的协同工作。（4）在创新商业模式方面，主要包括进一步拓展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有助于获得充足、有效的资金支持，以及强调价值/需求定位、收入机制与竞争策略的商业模式创新。

本文在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因素-行为-绩效”进行探索性研究的同时，仍然存在如下2个方面的研究局限：（1）在样本数据的获取上，对不同城市类型及其发展所处阶段的差异性考虑不足，后续研究将会有针对性地对特定城市进行更为聚焦的研究，对不同城市间的差异性进行探索，并制定相应的智慧城市建设对策与建议。（2）在研究时效上，受研究时限的限制，在特定时间段所得到的智慧城市建设研究文献、样本数据以及据此得出的影响因素、建设行为与建设目标绩效，可能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存在某些因素退出、新的因素出现的可能。后续研究将会增加特定城市的深度访谈以获取更加及时有效的数据。

参考文献： 
[1]
辜胜阻，杨建武，刘江日. 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J]. 中国软科学，2013，(1):9.

GU Shengzu，YANG Jianwu，LIU Jiangri.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y in China and Their Solution [J].China Soft Science, 2013(1):9.

[2]
巫细波，杨再高. 智慧城市理念与未来城市发展[J]. 城市发展研究，2010，17(11):60.

WU Xibo, YANG Zaigao. The Concept of Smart City and Future City Development[J]. Urban Studies, 2010, 17(11):60.

[3] 胡丽，陈友福. 智慧城市建设不同阶段风险表现及防范对策[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1):132,131.

HU Li, CHEN Youfu. Risk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 for Smart City in China Based on Multi-stage Construction [J].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3, 23(11):132,131.

[4] Bakıcı T, Almirall E, Wareham J. A Smart City Initiative: the case of Barcelona[J].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2013, 4(2):143.

[5] Mosannenzadeh F. Defining Smart City, A Conceptual Framework Based on Keyword Analysis[J]. TeMA-Journal of Land Use, Mobility and Environment, 2014, 17 (3): 690.

[6] Naphade M, Banavar G, Harrison C, et al. Smarter Cities and Their Innovation Challenges[J]. Computer, 2011, 44 (6):32.

[7] Washburn D, Sindhu U, Balaouras S. Helping CIOs Understand “Smart City” Initiatives[J]. Growth, 2009:3-4. 

[8] Albino V, Berardi U, Dangelico R M. Smart Cities: Definitions, Dimensions, Performance, and Initiatives[J].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15, 22(1):3-21.

[9] RONG Wenge, XIONG Zhang, COOPER Dave, et al. Smart City Architecture: A Technology Guide for Implementation and Design Challenges[J]. China Communications, 2014(3): 64.

[10] Belissent C. Getting clever about smart cities: new opportunities require new business models[J], Forrester Research, 2010(11): 13, 16.

[11] Balakrishna C. Enabling Technologies for Smart City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xt Generation Mobile Applications, Services & Technologies, 2012, 7204(4):226.

[12] Heo T, Kim K, Kim H, et al. Escaping from ancient Rome! Ap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for designing smart cities[J]. Transactions on Emerging Tele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2014, 25(1):116-117.

[13] Su K, Li J, Fu H. Smart city and the applications [J].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s, Communications & Control, 2011, 19(6):1029.

[14] Vilajosana I, Llosa J, Martinez B. et al. Bootstrapping smart cities through a self-sustainable model based on big data flows[J].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IEEE, 2013, 51(6):132.

[15] Batty M, Axhausen K W, Giannotti F, et al. Smart cities of the future [J].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Special Topics, 2012, 214(1):482.

[16] Caragliu, A, Del Bo, C and Nijkamp, P. Smart cities in Europe[J].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11,18(2):65.

[17] Neirotti P, Marco A D, Cagliano A C, et al. Current trends in Smart City initiatives: Some stylised facts[J]. Cities, 2014, 38(5):26.

[18] Tomitsch M, Haeusler M H. Infostructures: Towards a Complementary Approach for Solving Urban Challenges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ies[J].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15, 22(3):37-53.

[19] Bartlett D, Harthoorn W, Hogan J, et al. Enabling integrated city operations[J]. Ibm Journal of Research & Development, 2011, 55(1&2):168-177.

[20] Lee J, Lee H. Developing and validating a citizen-centric typology for smart city services[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4, 31:S93–S105.

[21] Dohler M, Ratti C, Muñoz L, et al. Editorial of ETT Feature Issue: Smart Cities - Trends & Technologies[J]. Transactions on Emerging Tele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2014, 25(1):1-2.

[22] Stratigea A, Papadopoulou C A, Panagiotopoulou M. Tools and Technologies for Planning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ies[J].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15, 22(2):43-62.

[23] Angelidou M. Smart city policies: A spatial approach[J]. Cities, 2014, 41:S3-S11.

[24] Bianchini D, Avila I. Smart Cities and Their Smart Decisions: Ethical Considerations[J]. Technology & Society Magazine IEEE, 2014, 33(1):34-40.

[25] Neirotti P, Marco A D, Cagliano A C, et al. Current trends in Smart City initiatives: Some stylised facts[J].Cities, 2014, 38(5):25-36.

[26] Allwinkle S, Cruickshank P. Creating Smart-er Cities: An Overview[J].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11, 18(2):1-16.

[27] 王忠福. 城市居民旅游环境影响与社会文化影响感知问卷量表的开发[J].管理评论，2011，23(8):39.

WANG Zhongfu. Urban Resident Tourist 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Social Culture Impacts Perceptions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J].Management Review, 2011,23(8):39.

[28] 王保进. 多变量分析：统计软件与数据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0，102.

WANG Baoj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statistical software and data analysis[M].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70,102.

[29] 方建. 建设项目业主方组织文化、知识共享对项目绩效的影响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3：83.

FANG Jian.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Owner'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Knowledge Sharing on Project Performance [D].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2013:83.

收稿日期：2016年-6月-12日
第一作者：王广斌（1967—)，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工程项目管理、建筑经济、工程管理信息化. E-mail:  gb_wang @tongji.edu.cn
通讯作者：崔庆宏（1984—)，男，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工程管理信息化、智慧城市. E-mail: 1110262@tongji.edu.cn

